
第一章 考古學上的民族融合 

第一節 從部落到方國的轉變 

  張光值先生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所收《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係與中

國古代國家的形成》一文中，記述了使前社會發展的四個過程，游團、部落、酋

邦、國家，一方面系統地概述了「游團」、「部落」、「酋邦」、「國家」這些概念及

其所代表的社會發展階段，同時來將它們與中國考古學家文化的各個發展階段相

對應，他認為舊石器和中石器時代相當於游團階段；仰韶文化相當於部落階段；

龍山文化相當於酋邦階段；從三代﹙夏商周﹚到春秋、戰國、秦漢相當於國家階

段1此後，多位學者及陸續使用酋邦制這一模式來解釋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國家的

形成。如謝維揚先生認為，中國歷史以黃帝到堯舜禹的傳說時代不屬於「聯盟」

的部落時代而是屬於「聯合」的「酋邦制」發展而來的2。 

  的確，酋邦制的提出，顯然是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成就，它通

過具體的民族實例，展現了階段社會之前的社會分層某些型態，所以我們當然可

以將酋邦制規作某些民族地區由部落進入文明國家的一種發展階段，然而，是否

能放諸四海皆準，這仍需要證明，而且是很難證明的。 

  由於酋邦制只是通過對一些特定的民族和地區考察後歸納想出的，有其特定

而具體的組織結構，血源關係和經濟政治體制，而各地區，會因民族、文化的不

同而有著不同的發展，所以我們很難將它和考古學者遺存密切的結合，有者無法

對號入座的遺憾。而從理論上而看，地環環境的差異，民族性的不同，所展現的

文化樣貌也會不同，酋邦制或類似於酋邦的經濟政治制應只是文明演變過程中的

一個方式而已，從進化多元論的角度來看，我們很難認為諸文明都是通過酋邦這

一形式，由史前走向文明的。酋邦制只是啟示我們，由部落發展到文明國家應有

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階段，有相應的社會結構和體制，而這正是文明起源研究中

關鍵點之一。 

                                                 
1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第４９∼５４頁，台北聯徑出版社公司，１９８７年 
2 謝維揚《中國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酋邦》《中國早期國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 



  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在各種考古遺存中，聚落遺址所能提供的有關社會型

態的信息是最多且最複雜的。特別是那些保存較好的，內涵豐富，發掘較完整的

聚落遺址。可以從聚落的分布、選址、聚落內外動植物的遺留等方面看到人與自

然的關係，而且還可從聚落內部的布局、結構、房屋及其儲藏設施的組合，生產

和生活用品等方面，看到聚落的社會組織結構、生產、分配、外交以及權力關係

等各方面的情況。考古發現表明，不同時期的聚落有不同的型態特徵，這種聚落

型態的演進，直接體現了社會生產、社會結構、社會型態的轉移和發展，據此，

筆者將中國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劃分為三大階段：即由家族－氏族部落形態發展

為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家族－宗族部落型態，再發展為都邑國家型態。其中第

一階段即為農耕部落期，西元前７１００∼５０００前的彭頭山、磁山、裴李岡、

河姆渡等文化的農耕部落和西元前５０００∼４０００年的半坡、姜寨之類的部

落遺址。第二階段即中心部落期，西元前３５００∼３０００年間的仰韶文化後

期，崧澤文化和良諸文化早期等，第三階段及早期文明形成和確立期，西元前３

０００∼２０００年的夏王朝之前的方國時期，大體相當於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

和古史傳說中的堯、舜、禹時期。 

  三個階段的劃分，主要是強調了作為農業民族的中華文明起源。一般而言，

農業民族大都是通過會有初步分層和不平等的中心部落型態由史前走向文明

的。但由於各文明畢竟是在不相同的生態環境下成長，必然帶有各自的特徵，所

以不見得適用於世界各地的古文明，如古埃及的非都市式的國家文明，兩河流域

的神廟文化等等。 

  下面是對中國文明發展的三個階段，作一些具體例證和說明。 

（一）家族－氏族式的農耕部落 

  中國農業的起源，大約再距今一萬到八千年間。作為距今一萬到八千年前的

初期農耕部落遺址，目前在黃河流域及其地方地區尚屬空白，但在長江中游的湖

南澧縣彭頭山發現有距今九千一百到八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農耕部落遺

存，屬於定居的農耕部落，同類遺址還有李家岡，劉家灣等十餘處遺址，由於資



料有限，所以我們還不能對這類遺址的人口規模，內部結構及其它部落的交流作

出應有的判斷與分析，只能說它們是一些規模較小，較為原始，沒有社會分層和

分化的農耕聚落。 

  大約距今八千到七千年前，中國的農耕部落獲得了第一次的擴展。屬於這一

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有中原地區的磁山，裴李岡文化，關中及其西部的老官台文

化、山東的北辛文化、長江中游的城背溪文化和浙江北部的河姆渡、羅家角文化

等，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 

  這些七八年前的農耕部落，其農業生產已進入所謂「鋤耕」或「初級粕耕」

的農業階段。當時整個黃河流域及其東北地區，已出現了包括翻土工具在內的成

套農具，從砍伐林木的石斧，番土或鬆土用的石鏟，收割用的石鐮或刀刀，到加

工用的石磨盤，石磨棒，一應俱全，而當時的糧食儲藏量也相當可觀，如河姆渡

已發現的稻穀，稻殼等遺存，如換算成新鮮稻穀，當在十萬公斤以上1。這反映

了當時農業生產趨於穩定，人口已達一定的規模。 

  聚落的面積，人口規模和生產水準固然是聚落的重要因素，但通過聚落的布

局所呈現出的聚落內部和社會結構關係，將是部落形態研究中更為重要的方面，

由於這一問題首先決定於遺址被保存或破壞的程度與狀態， 

其次還有發掘面積所限等因素，所以要累積這方面的資料是很困難的。由於缺乏

資料，這一時期的部落型態應還是屬於社會平等，尚未出現貧富分化的農耕部落

型態，其社會結構可能是由若干小家庭和大家庭組成一個家族，再由若干家族組

成一個氏族，最後由一、二個氏族構成的聚落共同體。 

  繼七、八千年前的農耕部落而來的，是聚落的進一步完善，這一時期的聚落

遺址幾乎遍及全國，其中在黃河域是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在長

江流域是大溪文化前騎和馬家濱文化等﹔這些文化距今約七千年∼六千年，屬於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前段。 

                                                 
1 嚴文明《中國新石器時代聚落型態得考察》，《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 



  這一時期不但農業生產、陶器製造、家畜飼養等生產技術，較前有著顯著的

發展，而且其部落型態也是農耕部落發展最典型的時期。 

  救部落內布局而言，這一時期普遍成現出原形，內聚的格局，如陜西臨潼的

姜寨的部落遺址，在用壕溝為起來的居住區內，同時存在著大約一百座左右的房

屋被分成五個大的群落，由這五個群落圍出一個面積達一千四百平方公尺的廣

場，構成一個共同活動的空間，各群房屋的門均朝向中央廣場，構成一個典型的

圓型向心布局1。姜寨之外，陜西寶雞北首嶺，甘肅秦安大地灣等都可以看到這

一情形2，可見只要地理條件許可，這種內聚式的向心布局將成為史前部落發展

的典型規劃。例如用壕溝把整個村子包圍起來，既是防衛上的需要，也使整個部

落成為一整體，形成聚落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住房呈環形，全部面向廣場開門，

表現出在精神生活使每個小家庭和各個家族的住房都與社會活動的中心－廣場

有著極強象徵性的精神上和實際上的直接聯繫。它是部落內團結和內據力極強的

標幟。是同一氏族內家族之間的團結，是氏族結構上的內聚表現。 

  在氏族制制約下的大家族的高度發展，首先表現於家族人口的膨脹。以姜寨

為例，姜寨與五組房屋族中每一組同時存在的中型房子只有一座，若似中型房子

為家族長及其家庭所在，則姜寨內就只能是五個大家族，而五個大型房子，由於

房內未發現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而發現可睡二三十人的土床，所以，它們是提

供五個大家族集會議事，未婚男女夜宿的家族公房，而非家族長的住宅。據統計，

姜寨的人口規模，較早時為兩百∼兩百五十人，後來發展為三百五十∼四百五十

人，不超過五百人3。 

  家族組織膨脹的最終結果就是家族組織的分裂，而由一個大家族分裂成幾個

近親家族，形成近親家族群，這即意味著宗教結構的出現，所謂宗教，即是由同

意一組宗教發展而來的若干近親家族的聯合結構。宗族與氏族的區別之一即在於

                                                 
1 如附圖。 
2 嚴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3 詳見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第８１∼８５頁。 



宗族有明確且實際存在的共同始祖和宗氏諸系。所以我們說家族組織的膨脹是家

族結構充分發展的表現，同時它也孕育著下一階段宗族組織的出現。 

  上述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聚落，就一般而言其實社會組織結構為：家庭－家族

－氏族，而這時期的生產分配是全族共有制，以姜寨為例，部落的西北隅、東北

隅、東邊、東南隅都有眾多的地窖密集地分布在一起，顯然這些地窖並不屬於各

房屋群落中某一特些的住宅，而應屬於各大家族集體所有，因此在大房子（議事

公房）的前後左右分布有較多的地窖。再家畜飼養方面的表現也是如此。 

  家庭與家族是仰韶早期社會最基本的二級單位，家族內的共有共耕和平均分

配制度，是部落生存的保證，也是這一時期各遺址墓葬間看不出貧富懸殊的根本

原因所在。但由於家庭已成為一個生活消費單位，各家庭之間或因人口結構或因

家庭成員所擔任的社會職位或社會地位的因素，或多或少有些差異也是在所難

免，所以有些墓有著三五件不等的陪葬品，也有少數墓完全沒有陪葬品的情形發

生。但即使如些，那些擁有較多陪葬品的墓址，也只是羅列了日常生活和生產的

必需品，並未構成貧富懸殊的問題。 

（二）初步分化的宗族部落 

  繼大體平等，尚無分化的氏族農耕部落後的是是部落的分化和不平等。若用

人類學的名詞，則可統稱為中心聚落型態。 

  中心聚落的典型時期是西元前三千五百∼三千年間的仰韶文化後期、江山文

化後期、屈家嶺文化前期、崧澤文化和良諸文化早期等。而這之前，西元前四千

∼三千五百年間的仰韶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大溪文化後期等，則屬於氏

族部落向宗族部落的過渡期或宗教部落的早期。 

  作為宗族部落，第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部落的規模擴大了，如山東泰安大汶

口遺址面積達八十多萬平方公尺，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近三十萬平方公尺。部落

面積的大小反映了人口集合的規模，經濟和軍事的實力。聚落在大小上的分化和

以中心聚落為核心而形成的一個個聚落族的出現，是史前社會進入農耕以後，由

分散走向區域化和集中化必要過程。 



  宗族部落第二個特徵是聚落內外都存在一種主從和不平等的關係。中心部落

作為貴族的聚集地，在含有親源關係的聚落群中，它具有政治、軍事、文化和宗

教等中心的地位和作用，並建有太廟太室之類的廟堂建築物，形成在精神上統合

全社會的宗教神權，而中心部落周圍的那些普通部落，則失去了平等，獨立的性

格，與中心部落形成了半從屬的主從關係，這可以甘肅秦安大地灣乙址為典型。 

  大地灣乙址建立在半山腰上，隨著地形的變化而分成若干小區，而每個小區

內都有一面積頗大，建築技術甚高的大型房子，從而構成一區即為一單位的格

局，而在中心區內又建有更大的被稱為九零壹號的特大建築物，無論是所處的位

置，或是建築規模及附屬的廣場等，都說明它是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和功用，

它不但直接表明了中心區和其他小區的主從關係，同時也是地區中心部落的重要

標幟物（見附圖）。1九零壹號大屋是多間式的，前有殿堂，後有居屋，左右各有

廂屋，前堂有左右對稱的兩個直徑約九十公分的大圓柱，有直徑二點五公尺以上

的大火塘，前有三個正門，還有與左右廂房相通的兩側門。這座房子有兩百九十

平方公尺，在它周圍近千平方公尺的範圍內，沒有其它同時期的房址，這就構成

一個廣大的廣場，它可能是太廟太室或明堂。 

  中國古老祭祀與布局之所，稱為「明堂」、「太廟」、「太室」之類，如戴震《明

堂考》：「王者而后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

三代相因，異名同實。」《穀樑傳》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太室猶世

室也。」又《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由於「明堂」或「太室」有

著布政與祭祀的功能，故《淮南子．本經訓》說：「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洁足

以享上帝禮鬼神。」 

  大地灣之外，大汶口等遺址也是如此，可分為若干小地區，中心區有許多大

的柱洞，說明也存在著廟堂之類的大建築。在大汶口十號大墓中發現達一百八十

多件的陪葬品，而其他中型墓約有二三十件，而其他小墓墓坑小，僅能容身，沒

                                                 

1
《甘肅秦安大地灣九零壹號房址發掘簡報《文物》１９８６年第貳期》。 



有木棺葬具，陪葬品只有一二件，甚至一無所有。不僅如此，三類墓陪葬品也有

質上的明顯差異，最精緻的黑陶，白陶和彩陶器僅出現在大墓，大墓中還有玉器、

象牙器、骨雕等貴重物品（見附圖）1在江蘇新沂花廳遺址，甚至有人（奴隸）

殉葬2，這些權貴的權力、地位、財富可見一般，遠遠超出人日常生活所必需，

而成為社會不平等，社會分化的象徵。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有生近，死相聚的親族族葬原則，而這原則或文化傳統

也同考古學上的發現相吻合，《周禮》宗伯屬下有「墓大夫」一職，「掌其度數，

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這裡的「族葬」即是令民各以族別相

從而葬。按照這一原則，在聚落或邦國的公共墓地中，首先同一家族的死者緊密

地相從而葬，其次同一家族中各近親家族相連在一起。 

  在大汶口文化中期的蘇北邱縣劉林遺址的二次發掘所得的一百六十七座墓

葬中，可分為五個墓群，每個墓群內的墓葬大都是橫排，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當時社會組織形式及死者之間的血緣親屬關係3。各個墓群中的每一排或每一組

應代表了一個家族，由三四個這樣的近親家族組成的一個墓群代表一個近親家族

聯合體－宗族，每一墓群的區域就是同宗者的「族墓」所構成，這樣，劉林部落

的社會組織當是由若干小家庭組成一個家族，又由若干近親家族組成一個宗教，

在由若干宗教構成一個宗族聚落共同體。 

  由上述分析，似乎再西元前四千∼前三千年間，中國史前聚落已由家族－宗

族結構取代了原來的家族－氏族結構，所以這一時期的不平等就是家族，宗族間

的不平等，而其契機則是父權與父權家族的出現。如在大汶口遺址的各家族墓葬

群中，那些大墓的主人，顯然是家族長，中型墓是地位次等的家族成員，而根據

大汶口Ｍ１和Ｍ３５兩座男女合葬的墓中，男姓均居中，女姓則偏於一邊，陪葬

品也置男姓左右的現象可知，女姓已為從屬地位。所以一般而言，此時的家族長

                                                 
1 山東省文管處《大汶口》，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４年。 
2 南京博物院《１９８７年江蘇新沂花廳遺址的發掘》，《文物》１９９０年第二期。 
3 南京博館院《江蘇邱縣劉林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次發掘》，《考古學報》１９６５年第二期。 



當是男姓，是為父權家權。且除十號墓外，其餘大墓墓主均為男姓，也說明這一

點。 

  這一時期是父權家族的確立期，中心聚落與普遍聚落相結合的型態，是在父

權家族－宗族的結構下部落分化的結果，與大致平等的氏族部落相比，父權家族

和宗族的形成使得宗氏譜系變得清晰而有連貫性，各個家族及個人和祖宗的關係

和在宗族譜系中的位置都是確定而有序的。這樣一來，各家族成員在宗族中的地

位也是一定的，而在同姓宗族之間，哪些人口興旺，經濟繁榮而軍事強大的強勢

宗族，很容易被視為傳說中的氏族部落始祖或部落神明有直接的血緣淵源，即是

其直系後裔，從而確立其大宗和在部落中的領導地位，其宗族長即為部落酋長。

我國歷史上虞、夏、商、周等王族的譜系就與其部落始祖盛部落神直接相聯繫。

這樣，在宗族內部依據與宗族祖宗的血緣親疏關係不同，而形成主支與分支即王

族與一般宗族之間的差別，這必然使得社會分化，財富日益不均。再加上戰爭的

影響，人們不得不團結在居於統帥地位的強大宗族周圍，聯合眾多宗族抗敵，從

而使得強勢宗族地位不斷鞏固，部落得以不斷發展膨脹是勢所必然的結果。而強

宗一旦被視為部落始祖或部落神的直系後裔，也就握有最高的祭祀權，而在其所

地建立太廟，主持祭祀大典，也就是在自然不過的事了。隨著時間轉移，握有最

高祭祀權和軍事權的強宗，在行政上發號施令也就披上了一層神聖的外衣，其族

譜正統性，其所在地的宗邑性，也就不可動搖了。 

    （三）都邑國家的形成 

  宗族聚落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城邑即都邑的出現，如果說築城的目的主要是

出於軍事防禦上的考量，那麼在築城過程中所顯示的人力，物力集中和行政控制

與組織管理的強勢，也就非常明顯了。 

  大致再西元前三千∼前二千年間的龍山時代，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地

區，階級分化已十分顯著，其中黃河中游中原龍山文化的陶寺遺址、黃河下游的

山東龍山文化、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長江下游的良諸文化，都可作為典型代

表。 



  位於山西臨汾盆地的襄汾陶寺遺址，其墓地被分為早中期三個時期（西元前

二千五百∼前二千年）以其早期即西元前二千年開始，這裡即已形成金字塔式的

階級結構處於金字塔頂端的是甲種大墓的墓主。內有木棺，棺內灑朱砂，陪葬品

數量多且精美，多達百餘件。其中龍盤、鼉鼓、特磬、土鼓、王鉞等象徵特權的

一套重要禮器存在（見附圖），說明這墓主執掌著當時最重要的社會職務－祭祀

與征伐，使用成套禮器並非個別現象，而已經形成了一定了規則即禮制1。特別

是鼉鼓，特磬的存在，為我們判斷墓主為當時最高統治者的身分提供了有力的證

據。 

  我們發現無論是大汶口墓地遺址，還是龍山時代的山東泗水尹家城或山西襄

汾陶寺的墓葬材料都表明，當初全社會的貧富分化是由父權家族內財富佔有的懸

殊及其階級來體現的﹔階級的發生絕非僅僅是因社會生產的分工及個人或家庭

的生產技術所致，也不必依賴於商業或經濟的發展，而是與父權組織結構和父權

的擴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社會的財富通過家族來累積，而家族則是由父權家

長所掌控，隨著父權的上升，家族內的階級地位和財富佔有不均現象的發生和發

展，也就勢所必然。 

  與上述階級分化屬同一過程的另一方面是城邑的誕生。大約從西元前三千年

前後開始一直到西元前二千年左右，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等地區，陸續出現了

許多用夯土城牆或石頭築城的遺址，如山東章丘城子崖2，河南登封王城崗3等等

數十處。 

  城邑的普遍出現，使得聚落型態為之一變。但這並非是說城邑的出現即斷定

國家已存在，筆者要強調的是，第一，這時期（龍山時代）出現的城邑－是與階

級間相結合，因此城邑顯示出權力系統帶有強制性。第二，某個城邑所代表的有

可能是一個方國，而某一城邑所代表的可能是某個方國內的一個鄙邑。從這意義

                                                 
1 高煒《龍山時代的禮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2 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遺址又有重大發現，龍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見天日》，《中國文物報》
１９９０年第二十九期。 

3 河南省文物所，中國歷史博物館《登封王城崗與陽城》，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上言，發現新的城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對那些城址的內部建築，以及城外

相關連的遺存進行解析，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城址的性質和社會發展的過程

作一全盤且清晰的認識，可惜的是，由於考古資料有限，我們並未能從中獲得全

面的認識，綜合各處零散的現象可以看到： 

第一．全城有統一的規劃，其規劃體現了當時制度上的某些要求，例如在平糧

台城址（見附圖）1，平糧台全城成正方形，坐北朝南，南門較大，為

正門，設於南牆正中﹔北門甚小，略偏西，當為後門。南門設門尉房，

門下舖設有公共排水管道。這些應是一次性統一規劃的產物。 

第二．在一些城址內有夯築的台基遺存，如禮縣城頭山（附圖）2，在城內最

高處的西南區發現成片的夯土台基，其中一片南北長約六十公尺，東西

寬約三十公尺，在王城崗等地都有類似遺址。我們知道，中國古代宮室，

宗廟之類的建築都是建築在右夯土台子上的，它是權力和宗教中心的所

在。所以在不同性質，規模的城址內發現大小大等的夯土台基，反映了

不同級別的政治權和祭祀權之所在。 

第三．在平權台城址內東南和西南部發掘出房基十餘座，多為土坏砌成的長方

形排房，有的平地而建，有的是高台建築，顯然二者的身分地位不屬於

同一階層，城內居民存在著階級的差別。 

第四．在平糧台城內發現有銅渣，陶窯和陶制的地下排水道。在王城崗中有專

門的十器製作場，出土了許多石器成品，半成品及廢品。這均說明城內

有較大規模的手工業生產，特別是冶銅技術代表著當時科技領域的最高

成就，再加上夯土城牆，城門的防禦性建築和宗廟建築，地下排水管道

設施，說明龍山時代的城邑是當時先進技術的蒼萃之地。 

第五．除修築城牆外，根據地理條件，也有挖築護城河的，如南方屈家嶺－石

家河文化中的幾座城邑，在城外側普遍挖築了護城河。這皆屬於加強軍

                                                 
1 河南省文物所《河南淮陽平糧台龍山城址試掘簡報》，《文物》１９８３年第三期。 
2 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禮縣城頭山屈家嶺文化城址調查與試掘》，《文物》１９９３年第十二期。 



事防禦的表現，說明，中華文明是部落和部落之間的激烈碰撞中產生的。 

  上述幾千平方公尺到一百萬平方公尺不等的諸城址，大體可分為兩種情況，

一種是因相分之間的分布過於密集而形成中心城址（都邑）與從屬城址（鄙邑）

相結合的型態﹔另一種是一城結合其周圍的村落即為一方國，前者如山東聊城地

區的景陽崗城邑群落及教場舖城邑群落。當然這些城邑群落的年代還需具體一

些，假若通過以後的發掘能證明各個群落內諸城址確實是同一時期的話，則可以

從城址規模和內部結構等來判定中心都邑和從屬性鄙邑之間的差別，從而對早期

國家文明型態有新的認識。後者如城子崖石家河遺址，一城及一方國，周圍環繞

著同時期的遺址群。城邑居中，從而控制著周圍的村落。由此可知，當時並存的

諸方國，在國力上的不平衡，其中山西襄汾陶寺，湖北天門的石家河，山東章丘

城子崖，陽谷景陽崗，莊平教場舖之類所代表的強大邦國，與河南登封王城崗所

代表的弱小邦國，其政治、軍事、經濟實力、人口規模有著懸殊的差異。據今五

千年∼四千年前的龍山時代，在中國的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已陸續出現邦國林

立的局面，這種狀況同文獻記載中夏以前，堯－舜－禹時期「萬國」並存的傳說

相吻合，這絕非是偶然的巧合。邦國的林立從而說明了中國文明的起源是本土

的，多中心的，且根植於史前文化多系統交流互動的基礎上。      

 

 

 

 

 

 

 

 

 

 



 

 

 

 

 

 

 

 

 

 

 

 

 

 

 

 

 

 

 

 

 

 

 

 

 

 


